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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重新受到关注。陆铭教授将经济学研究中的
一种倾向概括为“过度模型化”：模型、识别和形式化工具本应服务于对现实问题的
解释，但在一些研究中，它们本身却成为衡量论文质量和学术贡献的主要标准 (陆
铭, 2026)。本文以这一讨论为入口，考察经济学研究如何判断模型、识别和形式化
工具的解释边界。模型化是经济学理解现实的必要方式；所谓“过度”，是指模型
越过了它在特定问题中能够负责的解释范围。本文提出，经济学研究若要避免这种
过度，通常需要把三项要素连接起来：关于行动者如何形成目标、信念和选择方式
的行为公设，规定其选择集合和收益后果的制度框架，以及对机制量级和适用边界
的经验证据校准。本文首先解释这一三元框架，并说明三者失衡如何构成“过度”；
随后回顾李嘉图与熊彼得、门格尔与历史学派、米塞斯与弗里德曼等经济思想史上
的方法论争论，指出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的新现象，而是经济学
长期面对的基本方法论问题。接着，本文讨论现代因果识别进入历史研究时引发的
争议，借此说明经验工具进入既有命题时，需要面对机制解释、制度语境和知识增
量的问题。最后，本文以拍卖理论和期权定价为例，说明模型复杂本身并不一定导
致过度；关键在于模型是否有清楚的行为逻辑、制度框架和持续校准机制。本文最
后提出，纠正“过度模型化”需要恢复行为公设、制度框架和经验校准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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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学关于模型的争论，常常被简化为“数学化”与“现实感”的对立。一方强调
模型提供清晰假设、逻辑一致性和可检验命题；另一方则批评模型脱离现实、压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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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并在学术评价中形成技术崇拜。陆铭教授近期把这种倾向概括为“过度模型
化”：模型本应服务于解释现实问题，却在一些研究中成为衡量论文质量和学术贡献的
主要标准 (陆铭, 2026)。1这一问题值得认真讨论，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经济学论文如何写，
也关系到经济学如何从现实中获得知识。

类似担忧也出现在国际经济学方法论讨论中。Romer对“mathiness”的批评 (Romer,
2015)和 Pfleiderer对“chameleon models”的讨论 (Pfleiderer, 2014, 2020)，关注的都是模
型结论被赋予过多解释分量的问题。前者指出，一些理论写作借助数学符号获得严谨外
观，却没有让符号设定、文字解释和经验含义保持清楚对应；后者则强调，模型在原有
假设环境中得到的结论，常被用于讨论假设并不成立的现实场景。Romer (2016)对宏观
经济学的批评，也延续了这一关切：模型内部推导如果缺少现实约束，就可能在形式上
自洽，却难以承担对现实经济的解释。

本文沿着这一问题意识提出一个判断框架。这里首先需要区分“模型化”与“过度
模型化”。经济学不能没有模型。只要经济学试图解释价格、成本、激励、约束、信息、
产权和预期，它就已经在从复杂现实中抽取相对稳定的行为逻辑。没有抽象，事实仍然
存在，但事实之间的机制关系、反事实判断和一般性含义就会变得模糊。因此，问题的
关键在于何为“过度”：模型的边界在哪里，对模型的运用何时越过了模型能够负责的
范围。

为了说明这种边界，本文把经济学研究拆解为三个相互连接的环节：行为公设、制
度框架和经验证据校准。行为公设，是关于行动者如何形成目标、信念、预期和选择方
式的基本判断，例如偏好满足何种性质、行动者是否以及如何最大化、如何处理不确定
性和信息不足；制度框架，是行动者在什么规则和组织环境中行动，它规定权利、责任、
行动后果、信息披露和可行选择；经验证据校准，则回答现实中这种行为反应有多强、
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否被其他机制抵消。数据不仅为模型提供支持或反驳，也可以反
过来提示模型设定、适用边界和机制理解是否需要调整。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研究，通
常需要从行为公设出发，在制度框架中展开机制推理，并用经验证据校准其量级、边界
和适用条件。相应地，所谓“过度”并不是三项要素中的任何一项本身过多，而是模型
在这三者之间失去有效连接：或者只剩形式化的行为假设，或者忽略制度框架，或者把
局部经验结果外推成完整解释。

这一表述也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陆铭教授所说的“应把是否遗漏了关键性的制度
和变量，作为评判中国经济模型优劣的标准”(陆铭, 2026, 200页)。这些“关键性的制度
和变量”不仅是回归方程中的控制项，也常常是让行为公设进入具体问题的规则环境。
人的行为发生在特定制度规则之下；行为公设和制度框架叠加在一起，才形成具体历史
情境中的行为模式。若模型只保留形式上的最优化，却遗漏改变行动者选择集合、信息
环境和收益后果的制度框架，抽象就会偏离问题本身；同样，若研究只围绕可识别的数
据变化展开，却没有说明何种行为公设和制度规则使这种变化具有因果含义，也会使识

1围绕这一问题，江艇 (2026)从经验研究实践出发，将“过度模型化”理解为经验研究中的模型功能过
载，强调模型作为识别装置、事实筛选器和叙事约束时可能越过适用边界。该文与陆铭教授的讨论都主
要关注经验实证研究中的模型使用和识别实践。本文初稿形成于该文发表前，两者切入点有所不同：本
文更侧重于一般经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不限于经验研究，也不限于是否使用数学或计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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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解释任务之间发生错位。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节解释行为公设、制度框架和经验校准构成的三元框架。第三

节说明“过度”如何表现为三元框架的失衡。第四节回顾经济学史中的几次重要方法论
争论，说明对这种失衡的讨论是经济学长期面对的基本问题。第五节讨论因果识别在三
元框架中的位置，并以量化经济史争议作为案例。第六节以拍卖理论和期权定价两个例
子，说明模型复杂并不必然等同于“过度模型化”。第七节提出回应“过度模型化”的
几点方法论建议。

2 行为公设、制度框架与经验校准

2.1 行为公设：经济学抽象的必要性

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理论抽象的一面。它研究的对象不是一堆彼此孤立的事实，
而是行动者如何形成目标、判断处境、产生预期，并在约束下作出选择。只要经济学试
图说明“为什么某个变化会导致另一个变化”，它就已经在使用理论抽象。没有抽象，现
实当然仍然丰富，但事实之间的关系很难被组织起来；没有理论，历史材料和经验数据
也很难告诉我们哪些事实是关键事实，哪些关系只是表面同时发生。

经济学中的一些基础命题，往往在计量识别之前就已具有可信度。例如，“人在约
束下行动”“成本上升会改变选择”“行动者会根据预期收益和风险调整行为”，这类命
题的可信度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人类行动逻辑的反思。需求定律就是典型例子。它讨论的
是其他条件不变时，价格沿着同一条需求曲线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而在现实数据中，
观测到的价格和数量往往同时受到需求、供给和其他条件变化的影响。例如，春节前后
机票价格上升而购票量也上升，可能反映的是节假日出行需求的整体上移；研究生学费
上涨而报名人数仍然增加，也可能与教育回报预期、招生规模、就业环境或考生结构变
化有关。经济学家不会因为价格与购买量在某些样本中呈现正相关，就立即放弃需求定
律，而会追问这种相关性来自价格变化本身，还是来自收入、偏好、预期、供给约束或
样本选择等因素。

这说明行为公设在经济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来源于对行动者如何形成目
标、理解信息、产生信念并在约束下选择的系统反思，因此能够先把某个机制的可信性
讲清楚。这里的行为公设不等同于某一种固定的完全理性最优化假设；研究者可以假定
行动者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或者采用其他关于主观价值、判断、预期和选择方式的假
设，但必须把这些关于人的行为的前提说清楚。另一方面，若要进一步判断某个机制有
多大、在何种制度条件下更强、是否被其他机制抵消、以及相对于替代解释是否更重要，
就还需要把它放回制度框架并接受经验证据的校准。

2.2 制度框架：最优化发生在规则之中

行为公设本身通常很抽象。它告诉我们行动者会根据目标、信念和预期作出选择，
却不能告诉我们在某个具体社会中，选择集合是什么，收益和成本由什么规则规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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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何披露，权利如何界定，违规成本由谁承担。制度框架正是把一般行为逻辑落实到
具体场景的环节。陆铭教授强调的“关键性的制度和变量”，在这个意义上指向行动者
的游戏规则和可行选择集合。

中国经济研究中土地财政、户籍制度、中央地方关系、国有企业治理和金融管制等
问题，之所以不能被轻易省略，正是因为它们改变了行动者的收益后果、信息环境和选
择集合。制度框架不宜被当作普通“背景”或事后加入的“控制变量”；在许多应用研
究中，它是行为公设能够具体展开的规则环境。一个看似标准的最优化问题，若放在不
同产权制度、监管结构和组织激励下，行动者的可行策略和行为含义都会发生变化。

2.3 经验校准：佐证、量级与边界

行为公设和制度框架可以给出机制方向和反事实想象，但通常不能自动给出量级、
边界和不同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产权保护影响投资，价格影响需求，规则改变行为，这
些命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可信度；但影响有多大、在什么条件下更强、是否被其他因素抵
消、相对于其他解释是否更重要，都需要经验、历史和案例证据来校准。

因此，经验校准的任务在于把理论放回现实中称重，同时检验量级、边界和机制是
否与材料相容。它包括估计量级、比较机制、发现边界条件、解释例外情形，并在结果
异常时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理论、制度描述和测量方式。

总而言之，三元框架的核心，在于把行为逻辑、制度规则和经验事实纳入同一个解
释过程。行为公设提供机制方向，制度框架规定机制发生的条件，经验材料则检验其量
级、边界和例外，并反过来修正理论设定与制度理解。

3 “过度”如何判断：三元框架的失衡

“过度模型化”是一个有解释力但也容易含混的概念。若不加区分，它可能同时指
向数学复杂、形式主义、脱离现实、识别崇拜、评价扭曲等多个问题。本文认为，讨论
这一概念时应当把“模型化”和“过度”分开。模型化只是经济学组织现实、表达机制
和构造反事实的方式。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在某个具体研究中，模型化是否超过了它能
够解释、能够识别、能够校准、能够贡献的范围。

据此，“过度模型化”可以被理解为三元框架的失衡：

• 第一种失衡，是行为公设脱离制度框架，研究者只保留最优化或均衡形式，却没有
说明行动者实际面对的规则、信息环境和选择集合。

• 第二种失衡，是制度叙述缺乏行为机制，现实被写得很复杂，但读者并不清楚哪些
制度通过何种收益后果、信息环境或选择约束影响行动者。

• 第三种失衡，是经验校准替代了理论理解，研究者因为某个问题容易识别、数据可
得或方法漂亮而展开研究，却没有说明这个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它相对于既有
知识增加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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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失衡，是理论公设压倒经验校准，研究者把逻辑上成立的局部机制外推为无
需条件的一般结论。

因此，“过度”的实质并不是使用了太多模型，而是模型承担了超出其解释能力的
认识任务。一个模型可以用来隔离并澄清某一机制，但若研究者把这种局部机制当成对
现实整体的完整描述，便容易越过其适用范围；用于局部校准的识别，如果被当作完整
解释，也需要额外说明其外推依据；用于简化制度的假设，如果遮蔽了会改变行为模式
的关键制度，就可能削弱模型的解释力；用于表达理论的数学形式，如果替代了对问题
重要性的论证，也会使形式清晰与实质贡献之间发生错位。所谓“过度”，总是相对于
研究问题和解释任务而言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数学太多”并不是过度模型化的本质。一个高度数学化的模型，
如果清楚说明了行为假设、规则环境和可校准对象，未必过度；一个完全用文字写成的
政策评论，如果把局部经验外推为普遍规律，也可能过度。形式不是问题的核心，“过
度”的判断标准才是问题的核心；而本文建议的标准，就是三元连接是否成立。

4 三元失衡在经济学方法史中的反复出现

本节回顾经济思想史上几个经典方法论争论，以此说明陆铭教授所说的“过度模型
化”并非当代经济学才出现的新问题。经济学从形成之初，就不断在一般理论、制度语
境和经验校准之间做权衡。不同学派和作者的分歧，常常可以理解为三元结构中某一环
节被过度强调，或者某一环节被放在了过弱的位置。

4.1 李嘉图式抽象与长链条推理

从经济分析方法演变的历史看，李嘉图可能是最早系统使用抽象演绎方法的经济
学家之一。工资、利润、地租、比较优势和分配关系，在李嘉图那里被置于一套高度抽
象的逻辑体系中。这样的处理方式使经济学能够从表面现象背后寻找结构性关系，也让
经济学获得了不同于历史描述和政策评论的理论形态。

李嘉图式推理的特点，是先把现实经济压缩成少数关键关系，再沿着这些关系推导
出分配和政策含义。以地租和利润理论为例，李嘉图把土地质量差异、人口增长、粮食
价格、工资和利润率放入一条逻辑链条：随着人口增加，耕作扩展到较差土地，或者在
同一土地上追加劳动和资本而边际回报下降；较好土地因相对于边际土地的生产率差
异获得地租；粮食成本上升推高维持工人工资所需的生活资料成本；工资压力又压缩利
润。这个推理常以数值例子展开，类似在一个“模型农场”中改变劳动投入、土地质量
和产出分配，再观察地主、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份额如何变化。Morgan (2012)对
李嘉图“模型农场”的讨论说明，这种抽象与当时农业实验、经营账簿和关于农业改良
的讨论有密切关系。这个推理的力量在于，它把看似分散的地租、工资和利润变化，组
织成一个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解释。

但这一链条也清楚显示，长链条推理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额外的现实条件。第一，
从人口增长推到边际土地扩张或农业边际收益递减，需要假定粮食供给主要受本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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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约束，并且农业改良、固定资本投入和经营方式变化不足以抵消边际递减。Gehrke
(2015)考察了 Richard Jones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评，其核心正是农业固定资本和土
地改良在理论中被忽视；这也说明，李嘉图式地租推导能否成立，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技
术和资本结构是否可以被简化为边际土地差异。第二，从粮价推到工资，需要假定工资
主要受生活资料成本约束；若劳动力市场制度、济贫法、产业结构和工资谈判方式改变
工资形成过程，这一环节就不能自动成立。第三，从工资上升推到利润率下降，还需要
说明生产率提高、资本深化、产业转移或粮食贸易是否会改变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剩余分
配关系。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农业制度和生产率变化的经济史研究表明，18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的农业并不是一个技术和制度静止的背景 (Allen, 2004)；长期地租资料也说明，
地租变化本身需要通过实际账簿、地产记录和区域差异来加以校准，而不能只由理论链
条推出 (Turner et al., 1997)。

因此，熊彼得 (Schumpeter, 1954)用“李嘉图恶习”（Ricardian Vice）概括一种典型
的理论风险：研究者从少数高度简化的假设出发，经过一连串逻辑推演，便直接得到关
于复杂现实的结论。这个批评强调的是，抽象前提和现实结论之间的距离，可能被推理
的连贯性遮蔽。事实上，Reich (1980)对李嘉图经济学衰落的讨论表明，关于地租份额
和边际递减是否符合当时英国经验，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简单的一边倒结论。因此，一
旦结论从模型世界进入现实世界，被放在模型外部的制度条件、技术变化、市场结构和
历史事实，就必须重新进入论证。尤其当理论结论被用于现实政策判断时，这些模型外
部条件就不再只是背景，而会直接影响政策推论能否成立、能否外推以及可能产生何种
后果。逻辑越顺畅，越需要说明每一环节的现实约束；形式越简洁，越需要交代哪些细
节被牺牲、哪些细节不能牺牲。

用本文的语言说，李嘉图式抽象所提示的失衡，是行为公设和演绎推理压倒制度框
架与经验校准。研究者当然可以从少数前提出发推导机制；问题在于，推理链条越长，
就越需要说明中间环节在何种制度条件下成立，以及经验事实是否支持这些环节的连
接。否则，模型看上去很严密，实际承担的却可能是超出其前提的解释任务。

4.2 一般理论与历史语境的分裂

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是经济学史上关于理论与历史关系的经典分歧。门
格尔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中反对把经济学完全变成历史描述，主张经济学需要研
究经济现象中的一般关系和“精确”规律 (Menger, 1985, 1883)。他的关切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经济学只记录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制度下的事实差异，而缺少关于人的选择、
交换、价格和制度后果的一般理论，经济学就很难从历史材料中提炼机制，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相似的制度安排会产生相似或不同的后果。

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现象的历史具体性，主张从制度、法律、社会结构和经验材
料中理解经济行为，而不能把经济学化约为一套普遍抽象法则。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
学派面对的是 19世纪德国的国家建构、工业化、社会问题和政策改革。他们关心的是，
经济行为总是在特定法律制度、行政体系、社会阶层、组织形式和道德习俗中展开；价
格、工资、企业组织、家庭结构和社会政策并不是抽象市场关系的外在附属品，而是会



4 三元失衡在经济学方法史中的反复出现 7

改变行动者选择空间和行为模式的制度条件。Grimmer-Solem (2003)对德国历史经济学
与社会改革关系的研究说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主张与当时德国关于社会问题、国家能
力和政策改革的具体语境密切相关。Hodgson (2001)对经济学中“历史特殊性”问题的
讨论，也可以帮助理解这种批评的持久意义：同一套不变的抽象命题未必能够直接覆盖
不同经济制度。

因此，这场争论指向一般行为逻辑如何进入具体制度语境。门格尔强调一般理论，
是为了避免经济学退回到事实堆叠；历史学派强调历史语境，是为了防止抽象理论把制
度差异看成可有可无的细节。从三元框架看，二者各自抓住了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真实
环节。一般理论提供关于目标、信念、预期和选择方式的机制语言，使研究者能够提出
“在某类规则和约束下，行动者可能如何反应”的解释；历史语境则说明这些规则的具
体内容，以及行动者面对的组织、权力、信息和约束条件如何构成。

也正因为如此，这里存在两种相反的失衡风险。若一般理论完全压倒历史语境，制
度差异就会被处理成无关紧要的背景，模型中的行动者似乎可以不进入具体组织、规则
和权力关系。反过来，若历史描述完全拒绝一般行为逻辑，研究就可能停留在事实堆叠
和语境叙述中，难以说明哪些因素真正通过何种机制产生作用。门格尔与历史学派之争
的持续意义，正在于它提醒我们：经济学既不能把制度历史化约为抽象前提的附属品，
也不能取消关于人如何行动的一般理论。好的理论抽象，应当能够说明自己保留了哪些
一般行为逻辑，又是在何种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使用这些逻辑。

4.3 先验逻辑与经验校准的断裂

上述一般理论的重要性在米塞斯那里被推到更彻底的位置。米塞斯把经济学理解
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的一部分，认为经济学应当从“人有目的地行动”这一先验
范畴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建立其理论体系，而不是依赖经验归纳来发现经济规律 (Mises,
1949)。这个立场有其力量，因为它提醒我们，许多经济学命题来自对人类行动逻辑的
反思。例如，“自愿交换的双方之所以愿意交换，是因为他们各自预期交换后处境改善”
这类命题，首先是包含在“有目的行动”和“自愿交换”概念之中的逻辑判断，而不是
先由统计检验发现的经验规律。
不过，本文认为先验逻辑有其边界：有些底层经济命题可以通过对行动逻辑的反思

确认；但许多经济命题涉及制度结构、市场组织和经验量级，必须由理论、制度分析与
证据共同判断。先验逻辑可以说明某个机制为何可信，却不能自动说明现实中的交换
条件是否真正自愿、产权边界如何划定、规则如何执行、信息是否对称，以及这一机制
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有多大作用。例如，对于“信贷扩张在什么条件下会导致经济波动”
这类复杂问题，2需要结合金融制度、政策规则和经验证据来判断其适用条件。弗里德
曼在批评这种奥地利学派式方法论时，强调经济学必须接受经验事实和预测表现的检
验。Friedman (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常被理解为带有工具主义色彩，但其核心关切

2Hayek与Myrdal共同获得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包括他们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方
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 (Nobel Prize Committee, 1974)。这里
并不否认奥地利学派相关解释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这类宏观命题本身具有较强的制度和历史条件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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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正是避免经济学变成纯粹的逻辑体系。3Friedman (1991)在回忆与米塞斯及其追
随者的分歧时，曾用一种尖锐的方式指出：如果两个坚持米塞斯式先验方法的人发生争
论，而他们又拒绝看经验证据，那么他们除了打架（fight）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分
歧。

本节的三个例子共同说明，经济学史上的几次重要方法论辩论，从某种程度上说都
可以归结于关于行为公设、制度框架和经验校准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李嘉图式抽象提示
我们，长链条推理可能忽略现实中的其他条件约束；门格尔与历史学派之争提示我们，
一般理论和历史语境可能彼此脱节；米塞斯与弗里德曼之争提示我们，先验逻辑若缺乏
经验裁判，就会削弱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可争辩性。

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经验研究，特别是以研究设计和因果识别为核心的经验研
究，在主流经济学发表结构和学术影响中占据了越来越中心的位置 (例如，Hamermesh,
2013; Angrist et al., 2017)。这一变化提高了经济学面对现实问题的能力，也使与因果识
别相关的失衡变得更加突出：有时识别设计本身被放在了过于中心的位置，而研究问题
的重要性、行为机制和制度语境反而说明不足。陆铭教授原文第三节专门讨论了这一问
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这个问题也置于三元失衡的框架之内进行进一步讨论。

5 因果识别在三元框架中的位置

5.1 识别是经验校准的一种形式

现代实证经济学的“可信性革命”极大改变了经济学论文的研究范式。Angrist and
Pischke (2009)强调，经济学需要更可信的研究设计，减少对随意控制变量相关性分析
的依赖。自然实验、工具变量、断点回归、双重差分等方法，使经济学家能够更严肃地
面对内生性问题。与此相配套，潜在结果框架为“处理”“反事实”和“平均处理效应”
等概念提供了更清楚的语言 (Rubin, 1974; Holland, 1986; Imbens and Rubin, 2015)。

这一进步不可低估。没有因果推断，许多经验研究就会停留在描述性相关层面；没
有对反事实的认真构造，政策评价很容易被选择偏误、共同趋势和遗漏变量误导。现代
因果推断迫使研究者说明：处理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反事实是什么，识别假设是什么，
哪些样本支撑了估计。这些要求实质性提高了经验研究的论证标准。

不过，因果识别的可信性并不由估计量本身自动保证，而取决于识别设定是否可
信。在线性回归中，由于扰动项不可观测，解释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不能由回归方程自
己保证；在工具变量法中，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不是一个可以由估计结果直接验证的统计
结论，而是关于工具变量来源、作用路径和未观测因素关系的概念性假设；在双重差分
中，平行趋势假设常常需要通过事前趋势、制度背景和反事实想象来增强可信度；在断
点回归中，临界点附近个体是否不可操纵、是否局部可比，也需要结合制度规则和行为

3本文在此只取其关于现实反馈的最低限度主张，而不把预测表现视为评价经济理论的唯一标准。由于
经济现象存在归因困难和内生性问题，机制与制度条件的讨论仍然不可省略。Coase (1994, 16–17)在《经
济学家应当如何选择？》中指出，理论不能像航空或公交时刻表那样只按预测准确性评价；理论还应帮助
我们组织思考，理解系统如何运转。



5 因果识别在三元框架中的位置 9

逻辑来判断。也就是说，因果识别越强调设计，越需要说明制度规则如何运行、行动者
会如何反应、样本可比性从何而来，以及反事实为何可信。

由此可见，在本文的框架中，因果识别更适合作为经验证据校准的一种形式来理
解。它可以帮助我们估计某种机制的量级，比较不同解释的相对重要性，并说明某个制
度变化在特定样本、时期和规则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估计之所以可信，则取决于识
别设定能否得到行为公设和制度框架的支撑。换言之，反事实是否成立、样本是否可
比、冲击是否可以视为外生，往往要回到行动者如何反应、制度规则如何运行以及相关
变量如何产生这些问题上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因果”计量经济学进入历史研究
时，会更集中地反映识别设定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5.2 量化经济史争议：识别进入其他学科旧命题

计量经济学的因果识别处理的是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反事实和内生性问题，因此
原则上可以进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对象。量化经济史把历史事件、制度变
迁、战争冲击和地方差异转化为可度量、可比较、可估计的经验对象，也因此成为现代
因果识别进入其他学科传统问题的典型场景。这里的特殊之处在于，许多问题原本已有
深厚的史学研究传统；因果识别若作为经验校准进入这些问题，就应该说明自己校准了
什么，改变了对问题的什么理解。量化经济史争议之所以适合作为方法论案例，正是因
为它把这一点暴露得很清楚：经济学者进入历史问题时，通常会强调历史研究不够“正
式”（formal），或者难以识别因果；历史学者则常常认为，经济学为了干净识别裁剪掉
了真正重要的语境，而且最终得到的结论不过是史学界早已知道的常识。

本文认为，这个分歧不应被理解为“经济学有因果，历史学没有因果”，或者“经济
学研究‘正式’，历史学研究‘不正式’”。计量经济学中谈论的“因果分析”，并不是社
会科学中唯一的因果分析。历史研究的核心，是确认史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史实出
发重建事件脉络，并在多源材料、时间顺序和行动者语境中判断解释是否成立。其背后
同样有关于人的行为的公设，例如行动者会利己、避害、追求权力、维护声誉，并会在
其信息位置和组织位置下行动；有时还会通过具体史料确认某些行动者的偏好、信念和
行为模式，再据此推断他们在关键事件中的选择。换言之，历史学也有“行为公设-演绎
分析”，只是这种分析通常不以方程或显式公理的形式出现，而是嵌入史料批判、过程
追踪和语境叙述之中。Mahoney (2012)和 Ermakoff (2019)对历史社会科学中因果推断
方式的讨论说明，这类判断未必表现为回归方程，但并非无规则的主观判断。因此，经
济学识别进入历史研究时，若只是把一个既有命题重新估计一遍，却没有说明自己在量
级、边界、其他候选解释或反常识发现上增加了什么，历史学者自然会觉得这种贡献有
限。

Acemoglu等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政治变化的研究，是一个典型案例。Ace-
moglu et al. (2022)研究战后政治动员、地方精英反应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兴起之间的关
系，文章提供了清楚的实证设计，也把一个历史命题转化为可识别、可估计的实证问题。
该研究发表后，引发了史学界和跨学科公共讨论中的批评。4 批评者关心的并不只是识

4这类批评较多表现为公共学术讨论和跨学科评论，而不是正式期刊论文或者评论。公共讨论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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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技术，而是“贡献归属”和“知识地图”：如果地方精英、地主组织、战后政治动员
和法西斯主义崛起之间的关系，在意大利史、法西斯主义史和历史社会科学中已经长期
被讨论，那么经济学论文需要说明自己新增的是量级估计、机制比较、反常识发现，还
是对既有解释的修正。

这种争议并不是孤立个案。Bai et al. (2023)研究曾国藩、湘军动员与战后政治权力
分布。文章把个人精英网络如何影响国家层面政治经济结果的问题，转化为可度量网络
与县级结果之间的实证关系。围绕该文再次产生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争论。耶鲁大学张
泰苏教授提问：在史学界已有大量关于湘军、团练、地方军事化、督抚政治、厘金财政
和晚清权力结构研究的情况下，经济学论文相对于这些研究的知识增量何在？若论文结
论大体上接近史学界已有判断，经济学贡献就不能只说“我们做了识别”，而要进一步
说明识别提供了什么新的数量关系、反事实比较或理论修正。在这个案例中，历史学者
很可能并不否认精英网络会影响政治权力，也不否认曾国藩和湘军网络在晚清政治中
重要；这些判断本来就是史学叙述的一部分。争议的核心在于，经济学论文通过可识别
的经验设计，提供了何种知识增量：新的校准、旧争议的澄清，还是只是把已有的史学
共识结论转化为经济学可发表的形式。5

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学进入历史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的传统问题时，不能仅仅以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做了可识别的估计”作为充分辩护。量化历史研究之所以不只是普
通经济研究，正是因为它声称要用现代经济学方法重新理解历史命题；既然如此，它就
需要把自己的发现放回既有知识地图中说明边际贡献。这也把讨论带回因果识别本身：
经济学可能带来的新知识，不只来自估计量，更来自识别假设如何被说明、检验和放回
历史语境。

5.3 识别假设与历史语境的对接

由此来看，量化历史研究或许可以把识别设计更明确地表述为一组条件：哪些个体
或地区可以比较，哪些冲击可以视为外生，哪些机制需要被排除，何种反事实相对可信。
若这些条件能够同既有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判断、过程叙述和机制解释逐项对照，经济学

一战时期意大利史的 Vanda Wilcox曾以讽刺口吻指出，仿佛“经济学家阅读史学是违法的”，否则很难解
释为何把陈旧的史学解释呈现为新的经济学发现；欧洲当代史学者Holger Nehring则建议回到 Paul Corner
的经典研究，并对类似论点被呈现为新颖贡献感到惊讶。Anup Malani认为，若在缺少充分引用的情况下
检验一个旧史学假设，并使其看起来像新的经济学贡献，就会给人以经济学傲慢的印象；Claire Adida则
质疑，摘要中的“我们认为”是否应更准确地写成“我们检验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这些评论主要来自社
交媒体和公共学术讨论；计量经济圈 (2023)对这场讨论作了整理，本文据此转述其大意，只把它们作为
跨学科争议的材料，而不作为正式学术反驳。Acemoglu et al. (2020)在介绍该研究时也承认，已有若干史
学和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了战后政治恐惧与法西斯兴起之间的联系；其所列文献包括 Snowden (1972)、
Corner (1975)、Cardoza (1982)和 Lyttelton (2003)等。一战意大利背景可参见Wilcox (2021)，法西斯主义
解释传统另见 De Felice (1977)。

5搜狐转载整理了张泰苏教授与作者之一贾瑞雪教授围绕该文的公开讨论。张泰苏教授的追问集中在：
文章的“量化结论和传统史学中的共识有何不同”，以及这一套实证究竟“刷新了我们哪些传统共识”；贾
瑞雪教授则回应说，论文试图把微观网络与宏观权力结构联系起来，并且“需要使用经济学的语言与同
行对话”(搜狐, 2023)。聂辉华 (2023)对这个争议进行了概述，把分歧放在学科评价标准上：经济学界是
否发表一篇论文，关键在于它对经济学界是否有贡献；经济学论文通常需要借助数学工具或数据证明因
果关系，并揭示具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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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便有机会说明既有结论在什么范围内更可能成立，在什么边界上可能需要修正，以
及哪些候选解释较难与材料相容。

从这个角度看，量化经济史的贡献可以不只来自估计量本身，也来自识别假设、历
史语境和经验结果之间的相互校准。当相关条件较为可信时，已有历史判断可以获得更
清楚的量级估计和边界说明；当条件与史料脉络存在冲突时，争论也可以更具体地落到
若干识别假设上。这种改进也许有助于展示量化经济史如何生成新的知识，并减少“用
复杂方法证明常识”的观感。

6 复杂模型何以不必然“过度”

前文的讨论强调，“过度”的问题不在于数学复杂本身，而在于模型是否越过了自
己的解释边界。反之，不容易走向过度的模型，通常具有几个共同特征：它面对的是边
界相对清楚的问题，而不是直接承担对整个社会或整个经济系统的完整解释；它的行为
公设和制度规则能够被明确写出来，关键假设在现实中有可理解的含义；它的结果能够
在实践、数据或反复使用中接受反馈，并促使研究者根据偏差重新修正模型设定、制度
描述或适用范围。
在这种意义上，复杂性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解释资源。数学形式如果服务于明确的问

题，就可以帮助研究者更精确地表达策略、约束、价格关系和反事实条件。拍卖理论和
Black-Scholes-Merton期权定价公式，分别提供了制度设计和金融定价中的两个例子。

6.1 拍卖理论

拍卖模型通常面对一个较窄的问题：在给定物品、潜在买家、信息结构和拍卖规则
时，参与者会怎样出价，物品会配置给谁，卖方能获得多少收入，规则是否会诱发策略
性行为。我们可从行为公设、制度框架和经验校准观察这类模型的建模方式。

行为公设很简洁：投标人会根据自己的估值和对获胜可能性的判断，选择对自己更
有利的出价策略。这一假设在进入具体规则之后有了分析内容：什么信息被公开，投标
人是否知道其他人的估值分布，报价是否可以被观察和修改，获胜者如何支付，是否存
在保留价，投标人能否串通，都会改变“最大化收益”的具体含义。

在这个例子中，拍卖者的行为不一定只是私人收入最大化：政府出售频谱、矿产或
公共资产时，可能同时关心财政收入、配置效率、竞争结构、公共服务覆盖和后续市场
集中度。同时，“制度框架”也成为模型要分析的对象本身，而不是模型外部的背景介
绍。信息披露规则、报价能否修改、支付规则、进入门槛、保留价、反串通安排等，都是
制度设计的一部分。Vickrey (1961)对拍卖规则与真实报价关系的分析，Myerson (1981)
对最优拍卖设计的讨论，以及 Milgrom and Weber (1982)对共同价值、关联价值和信息
结构的研究，反映了不同的最大化收益假设在不同信息环境和规则设计下的不同结果。
形式化在这里的作用，是把规则、信息和策略之间的关系说清楚。

拍卖理论的经验证据校准，来自真实拍卖留下的可观察材料：有多少潜在买家进
入，谁选择退出，各轮报价如何变化，成交价格是否充分反映竞争，报价中是否出现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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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分割或信号传递，赢家事后是否出现支付困难、经营失败或资产转售，最终配置是否
符合效率、竞争和公共服务目标。这些材料会反过来检验模型中的估值分布、信息结构、
进入成本、共同价值成分、互补性和合谋可能性。若参与不足，模型需要重新考虑进入
门槛和资格规则；若价格路径显示需求缩减或默契分割，就需要调整公开信息、报价格
式和活动规则；若赢家事后经营困难，赢家诅咒和共同价值问题就不能被忽略；若互补
资产被拆散，则需要重新考虑标的划分或组合出价。20世纪 90年代以来，频谱拍卖成
为机制设计进入公共政策的重要场景。McMillan (1994)讨论了美国频谱权利出售中的
经济学设计问题；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官方介绍也强调，Milgrom和Wilson的拍卖
理论改进被用于无线电频谱等复杂资产拍卖，并影响了全球拍卖设计实践 (Nobel Prize
Committee, 2020)。这些应用说明，复杂模型可以在一个制度边界清楚的场景中通过出
价数据、成交结果和事后绩效不断接受反馈，并据此修正规则设计。

6.2 期权定价：无套利原则与持续市场校准

期权定价模型提供了另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期权收益取决于未来标的资产价格，
其定价涉及未来价格、波动、利率、到期时间和交易条件。Black and Scholes (1973)和
Merton (1973)用无套利假设把定价问题转化为局部价格约束：如果一种期权的收益可
以通过标的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动态组合复制，那么期权价格就不能任意偏离复制组
合的成本。

这里的行为公设是明确的：如果存在可以被利用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市场参与者会
试图利用它，买入被低估资产、卖出被高估资产，直到价格关系被压回无套利范围之内。
这个公设只要求在特定交易条件下，明显的无风险套利机会难以长期存在。正因如此，
Black-Scholes-Merton公式的解释力量来自一个很窄但很强的机制：套利约束使不同金
融资产价格之间形成特定关系。

另一方面，无套利行为依赖制度和市场条件。动态复制需要交易者能够买卖标的资
产，能够借贷或持有无风险资产，能够进行足够频繁的再平衡，并且交易成本、卖空限
制、流动性冲击和价格跳跃不会破坏复制关系。无套利定价是在具体金融产品、交易制
度和市场摩擦条件下成立的局部推理。制度条件越接近模型要求，公式越有解释力；制
度条件偏离越大，模型越需要修正。

期权市场也会持续校准模型。交易者可以把市场报价倒推出隐含波动率，观察不同
执行价和期限上的波动率曲面；也可以用模型给出的 delta、gamma等风险敏感度构造
对冲组合，再用实际对冲损益检验复制是否有效。若隐含波动率随执行价系统变化，常
数波动率假设就需要修正；若对冲误差在流动性紧张或价格跳跃时集中出现，连续交
易、无交易成本和正态价格过程等假设就受到挑战；若不同期限的期权价格显示出不同
风险补偿，利率、波动率期限结构和市场摩擦也需要进入模型。Black-Scholes-Merton公
式并没有完整描摹期权市场，但它进入报价、做市、对冲和风险管理之后，市场数据不
断把模型偏差暴露出来。MacKenzie (2006)用“引擎而非照相机”来概括金融模型与市
场实践之间的关系，正说明模型在参与塑造市场的同时，也会被市场实践反复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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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小结

这两个例子共同说明，复杂模型之所以不必然过度，是因为复杂性服务于清楚的解
释任务。拍卖模型的数学结构用于表达规则、信息环境和策略之间的关系；期权定价模
型的数学结构用于表达无套利、复制组合和价格约束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力量不在于把
现实世界全部装进模型，而在于把一个局部问题的行为机制、制度条件和可校准结果清
楚地连接起来。

由此看，“过度”的判断并不取决于模型是否复杂、是否数学，而取决于复杂性是
否仍然服务于行为机制、制度条件和经验校准之间的连接。数学可以使模型更精确，也
可以使模型更封闭；区别在于模型是否清楚说明自己试图解释什么、在何种条件下解
释，以及如何接受现实反馈。一个复杂模型若能把解释任务限定在自己能够负责的范围
内，并在使用中根据反馈修正设定和适用范围，就不必然构成过度模型化；真正需要警
惕的，是长链条、多假设、弱校准的外推：模型越想解释更宏大的历史、制度和社会结
果，越需要说明外推的依据。

7 回应“过度模型化”的几点建议

在上述框架下，陆铭教授关于“过度模型化”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若干方法论风
险的提醒。陆铭 (2026)所说的“为了让模型成立而忽略现实”和“为了让方法成立而牺
牲问题”，分别对应两种典型失衡：前者是行为公设或形式模型脱离制度框架，后者是
经验识别或技术方法压倒问题本身。类似风险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尤其值得重视。中国经
济中的转型过程、区域差异、央地关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都会影响行动者的选择集合、
收益后果和激励结构。若直接套用在其他市场或制度环境中形成的模型，就容易使模型
设定与现实规则发生错位，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解释。

不过，对“过度模型化”的批评也不应被理解为反模型、反数学或反因果识别。许
多有现实解释力的研究，恰恰依赖清楚的模型来组织机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和历史
叙事若缺少理论组织，同样可能选择性呈现事实或误导因果判断。本文最后把上述讨论
概括为几点建议。要使研究更有解释力，关键在于让行为公设、制度框架和经验校准形
成一个可追问、可争辩、可修正的解释结构。

第一，从问题出发。研究最好从真实经济现象或能够澄清现实机制的理论疑问出
发，避免主要由现成方法牵引。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应由数据是否现成、识别是否便
利或模型是否容易展开来决定，而应取决于它是否能改变我们对行动者选择、制度规
则、市场机制或经验事实的理解。

第二，交代行为假设。研究应当让读者看出自己依赖怎样的行为公设：行动者依据
什么目标和信念行事，面对激励、约束、信息或风险时如何产生相应反应。这种公设不
一定必须写成数学模型，但需要足够清楚，使读者能够判断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行为推
理是否成立。

第三，交代制度条件。研究需要说明行动者所处的规则约束、权利安排、信息环境、
行动后果和可行选择集合。所谓“关键性的制度和变量”，不能只是事后补充的背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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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它们常常构成行为推理能否成立的前提。
第四，接受经验校准。理论推理和机制解释都需要接受事实和经验证据的反馈。研

究者应当尽量说明哪些条件下结论成立，哪些条件下可能失效；当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
不一致时，也需要回到行为公设、制度描述、数据情况和识别假设中检查原因。

第五，说明边际贡献。研究者应当说明自己的发现相对于既有知识的边际贡献。若
研究的是一个已有稳定共识的问题，就需要说明新增的是量级估计、机制比较、边界条
件、反直觉异质性，还是对既有解释的修正。尤其在跨学科研究中，不能把其他学科长
期积累的解释简单当作未经检验的背景材料。

8 结论

本文从“过度模型化”的讨论出发，试图把问题从是否使用模型、数学或因果识别，
转向模型和方法在具体研究中承担何种解释任务。文章提出的三元框架，强调经济学研
究需要同时处理行动者如何选择、行动者在何种规则中选择，以及理论机制在现实中具
有多大作用、适用边界何在。

由此得到的结论是：经济学需要模型，也需要识别和叙述；问题在于它们能否相互
约束。模型应当说明自己的行为公设和制度条件，经验识别应当说明自己校准的是何种
机制及其外推范围，历史和制度叙述也应当说明复杂语境如何进入行动者的选择过程。
纠正“过度模型化”的方向，不是简单减少模型，而是使模型、证据和制度语境形成更
清楚的解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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